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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从关系和情绪视角探讨了职业使命感对员工职场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采用两

阶段问卷调查收集256份有效员工样本，运用SPSS进行统计分析和假设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职业使命

感对员工职场身体健康和职场心理健康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存在性孤独感在职业使命感与职场身体健

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人际性孤独感和存在性孤独感在职业使命感与职场心理健康之间起完全中介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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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occupational calling on 
employees’ workplace health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 from relational and emotional 
perspectives. A two-wav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256 valid employee 
samples, and SPSS was adopt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hypothesis testing.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occupational calling exert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mployees’ physical 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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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and mental workplace health. Existential loneliness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ccupational calling and physical workplace health; both interpersonal loneliness and 
existential loneliness ful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ccupational calling and mental 
workplace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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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极大满足，然而在工作场所中，员工的工作压

力却有增无减，身心不健康的比例日益上升，员工职场健康问题管理已成为当前企业面临的一大突出难

题[1]。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不仅指没有疾病，而是指躯体、心理、社会适应和道德健康都健全的完

好状态”。工作场所中的员工健康主要包括职场身体健康和职场心理健康两个维度[2]。目前对员工职场健

康的研究大多探讨企业政策、工作条件、领导行为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忽略了对员工职业导向这一重要

个体因素的关注。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在其著作《干法》中指出，工作是“万病良药”，关键是要

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而工作。社会学家 Bellah 及其同事将工作取向划分为三种——谋生取向(job orientation)、
职业取向(career orientation)和使命取向(calling orientation)，其中使命取向将工作视为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

达成利他目的的途径。职业使命感是在外部引导（家庭、社会和国家）与内部驱动（兴趣、价值观、信

仰）下，个体将工作视为获得人生目的感和意义感的过程，且以利他或亲社会导向为基本动机来源的一

种心理结构，表现为对特定职业充满一种有意义的强烈工作热情[3][4]。有意义的工作与积极的健康结果

有关[5]，职业使命感作为产生工作意义的重要因素[6]，对于缓解压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7]。 
从态度视角来看，职业使命感首先能够带来工作意义感[8][9]。具有职业使命感的员工将工作当作实

现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有效途径，因此他们更关注在工作中能否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10]，而随着员工

在工作中满足感和成就感的提升，其将具有更高的工作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11]，从而使得员工身心更加

健康。其次，使命感作为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能增强职业承诺、职业认同与组织承诺[12] [16]，通过

为员工塑造积极的工作态度来进一步提升其在职场中的表现，从而有效缓解工作压力[[17]，提高自身的

身心健康水平。 
从情绪视角来看，具有职业使命感的个体认为在工作中投入时间和精力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因此

职业使命感能够给员工带来积极情绪[18]，其在工作体验方面也更积极[19]，从而有助于身心健康。从动

机视角来看，根据自我决定理论，职业使命感是员工的一种自主性动机状态[16]，具有使命感的员工个体

内部动机更强，强烈的自主意愿和驱动力会推动个体内在目标的达成[20]，而内在目标又与个人的健康息

息相关[21]。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职业使命感正向影响员工的职场身体健康； 
H1b：职业使命感正向影响员工的职场心理健康。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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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重琳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将职场孤独感划分为存在性孤独感和人际性孤独感两个维度[23]]。其中，

存在性孤独感是个体认为自己在组织中可有可无，组织没有对其存在的意义给予肯定，也无法从组织中

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人际性孤独感是员工不满意自身在组织内的人际关系，体验到低质量人际互动所

带来的孤立感和疏离感。 
依据自我决定理论，自主、胜任和关系三种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会影响个体的工作动机和幸福

感。一方面，高职业使命感的个体明确自己的工作目标和价值，在工作过程中会主动地参与讨论，积极

提出自己的意见，从而在工作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认知信念和积极情绪[24]，这能够满足员工的自主需

求。同时，高使命感的员工热衷于支持和帮助他人，追求对他人有益的目标，而这一行为有利于员工形

成良好的人际互动，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25]，从而满足员工的关系需求，并降低人际性孤独感。因此，

职业使命感通过满足员工的自主与关系需求，降低人际性孤独感带来的自我损耗，进而提升员工的职场

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人际性孤独感在职业使命感与员工职场身体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 
H2b：人际性孤独感在职业使命感与员工职场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 
另一方面，职业使命感较高的员工往往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信，并勇于承担责任，有助于提升他们

的自我效能感，这可以满足员工的胜任需求，从而减少因效能感不足而产生的存在性孤独感。进一步地，

拥有使命感的员工希望通过工作实现人生意义，这种内在驱动力促使他们形成了较强的心理资本，工作

业绩表现更为突出，能够获得领导和同事的认可，感受到在组织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降低了存在

性孤独感，并有利于提高员工职场身心健康水平。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存在性孤独感在职业使命感与员工职场身体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 
H3b：存在性孤独感在职业使命感与员工职场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法，选取在职员工为研究对象。此次调查在“见数”平台分两阶段开展，第一阶段调

查职业使命感和人口统计学变量，第二阶段调查职场孤独感和职场健康两个变量，共发放问卷 416 份，

对两阶段问卷进行筛选，剔除作答时间过短、答案重复率过高、乱填倾向明显、注意力测试未通过以及

手机尾号无法匹配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256 份，总体有效回收率为 61.5%。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

31.9 岁。其中男性 103 名(40.2%)，女性 153 名(59.8%)。本科以上学历的有 204 人，占比 79.7%；已婚人

士占比 69.5%；被试中来自私企的占比 54.7%；工作年限七年以上占比 34.0%。 

1.2. 研究工具 

1.2.1. 职业使命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 Dik 等[29]设计的使命与职业问卷(CVQ)。该量表包括外部召唤、有意义的工作和亲社会

导向三个维度，每个维度 4 个题项，共 12 个题项。采用李克特 4 点计分，1 代表“完全不符合”，4 代

表“完全符合”。例题如“我相信做我目前的工作就是我的使命”。国内学者黄丽等人[30]的研究证实了

CVQ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职业使命感量表的 Cronbach’ s α系数为 0.864。 

1.2.2. 职场孤独感量表 

本研究选用毛重琳[23]编制的职场孤独感量表。该量表共有 10 个题项，包含存在性孤独感和人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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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感两个维度，各有 5 个题项。量表采用李克特 6 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6 表示“完全符合”。

该问卷基于中国职场情境而编制，徐洋洋等人[31]的研究也证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人

际性孤独感和存在性孤独感量表的 Cronbach’ s α系数分别为 0.847 和 0.868。 

1.2.3. 职场健康量表 

本研究选用 Frone 和 Tidwell[32]编制的 3D-WFI 量表。该量表包含 3 个维度：身体疲劳、心理疲劳

和情绪疲劳，每个维度 6 个题项，共 18 个题项。本文选取其中的身体疲劳和心理疲劳两个维度，分别测

量职场身体健康和职场心理健康，量表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其中 1 表示“从来没有”，5 表示“每天

都有”，采用反向计分法，得分越高说明身心疲劳程度越高。该量表在国内外均得到了广泛使用，杨红

玲等人[2]关于职场身心健康的研究也采用了该量表，表明此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本研究中，职场身

体健康和职场心理健康量表的 Cronbach’ s α系数分别为 0.927 和 0.963。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在问卷中设置反向题项和注意力测试题，在问卷发放过程中反复强调

数据的匿名性与保密性等。同时，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统计检验的结果显示，

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34.38%，小于 40%的临界值[33]，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结果的影响较小。 

2.2. 验证性因子分析 

对职业使命感、人际性孤独感、存在性孤独感、职场身体健康和职场心理健康这 5 个主要变量进行

验证性因子分析，获得结果详见下表 2-1 所示。五因子模型的𝜒𝜒2/df 值为 2.305，小于 3，表明适配情况理

想；SRMR 值为 0.056，接近 0.05，适配程度可以接受；RMSEA 为 0.071，小于 0.08，适配情况理想；

CFI、TLI 分别为 0.892、0.901，均接近于 0.9。同时，五因子测量模型在各项数据上均显著优于其他模型，

表明本研究的五个主要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2-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所含因子 𝜒𝜒2 df 𝜒𝜒2/df CFI TLI SRMR RMSEA 
五因子模型 A,B,C,D,E 1415.057 614 2.305 0.892 0.901 0.056 0.071 
四因子模型 A,B,C,D+E 1930.673 619 3.119 0.777 0.760 0.089 0.091 
三因子模型 A,B+C,D+E 1500.342 623 2.408 0.851 0.840 0.059 0.074 
二因子模型 A+B+C,D+E 1695.977 626 2.709 0.818 0.806 0.078 0.082 
单因子模型 A+B+C+D+E 3135.219 629 4.984 0.574 0.549 0.129 0.125 

 

注：N=256；A=职业使命感；B=人际性孤独感；C=存在性孤独感；D=职场身体健康；E=职场心理健康；“+”代表前后两个

因子合并。 

2.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2-2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职业使命感与人际性孤独感显著负相

关(r=-0.381，p<0.001)，与存在性孤独感显著负相关(r=-0.455，p<0.001)、与职场身体健康显著正相关

(r=0.406，p<0.001)，与职场心理健康显著正相关(r=0.338，p<0.001)；人际性孤独感与职场身体健康显著

负相关(r=-0.436，p<0.001)，与职场心理健康显著负相关(r=-0.467，p<0.001)。存在性孤独感与职场身体

健康显著负相关(r=-0.518，p<0.001)，与职场心理健康显著负相关(r=-0.524，p<0.001)。以上相关分析结

果为假设检验提供了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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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主要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1.职业使命感 3.08 0.46 1     
2.人际性孤独感 2.14 0.80 -0.381*** 1    
3.存在性孤独感 2.25 0.93 -0.455*** 0.769*** 1   
4.职场身体健康 2.86 1.07 0.406*** -0.436*** -0.518*** 1  
5.职场心理健康 3.14 1.08 0.338*** -0.467*** -0.524*** 0.882*** 1 

注：N=256；***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下同。 

2.4. 假设检验 

第一，检验职业使命感对员工职场身心健康的直接影响，结果如表 2-3 所示。根据表中模型 6、模型

9 的结果能够看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组织任期和企业性质后，职业使命感显著

正向影响员工职场身体健康(β=0.322，p<0.001)，假设 1a 得到支持。同时，职业使命感显著正向影响员

工职场心理健康(β=0.244，p<0.001)，假设 1b 得到支持。 
第二，检验职场孤独感的中介效应。结合表 2-3 可知，模型 7 在模型 6 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人际

性孤独感、存在性孤独感后，人际性孤独感对职场身体健康的回归系数(β=-0.093，p＞0.05)不显著，存在

性孤独感对职场身体健康的回归系数(β=-0.315，p<0.001)显著。而职业使命感对职场身体健康的回归系数

β从 0.322(p<0.001)下降为 0.163(p<0.01)，这表明，存在性孤独感在职业使命感与职场身体健康的关系中

起部分中介作用。同理，模型 10 在模型 9 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人际性孤独感、存在性孤独感后，人际

性孤独感对职场心理健康的回归系数(β=-0.173，p<0.05)显著，存在性孤独感对职场心理健康的回归系数

(β=-0.292，p<0.001)显著，而职业使命感对心理健康的回归系数 β从 0.244(p<0.001)下降为 0.067(p＞0.05)
不再显著，这表明，人际性孤独感与存在性孤独感在职业使命感对职场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

用。 
表 2-3.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名称 
人际性孤独感 存在性孤独感 职场身体健康 职场心理健康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性别 0..049 0.046 0.028 0.025 -0.118* -0.115* -0.103* -0.132* -0.130* -0.115* 

年龄 0.087 0.093 0.000 0.007 0.171 0.165* 0.176* 0.112 0.107 0.125 

学历 -0.150* -0.083 -0.172** -0.096 0.092 0.031 -0.007 0.064 0.017 -0.025 

婚姻状况 -0.048 0.011 -0.161* -0.093 0.144* 0.089 0.061 0.180** 0.138 0.113 

组织任期 -0.218* -0.170 -0.144 -0.090 0.130 0.086 0.042 0.178* 0.145 0.089 

企业性质 0.034 0.017 -0.005 -0.024 -0.150** -0.135* -0.141** -0.079 -0.067 -0.071 

职业使命感  -0.349***  -0.401*** -0.118* 0.322*** 0.163**  0.244*** 0.067 
人际性孤独

感     
 

 -0.093   -0.173* 

存在性孤独

感     
 

 -0.315***   -0.292*** 

R2 0.057 0.166 0.091 0.235 0.194 0.286 0.403 0.199 0.253 0.401 

△R2 0.057 0.109 0.091 0.144 0.194 0.093 0.117 0.199 0.053 0.148 

F 2.510* 7.052*** 4.160*** 10.891*** 9.963*** 14.207*** 18.457*** 10.333*** 11.975*** 18.293*** 
 

进一步，依据温忠麟和叶宝娟[34]的建议，采用 SPSS-PROCESS 宏程序进行 Bootstrapping 分析，将

再抽样设定为 1000 次获得的结果如表 2-4 显示。职业使命感通过人际性孤独感影响职场身体健康的中介

效应为 0.075，95%置信区间包含 0，由此 H2a 没有得到验证。而职业使命感通过存在性孤独感对职场身

体健康的中介效应为 0.291，95%置信区间为[0.148，0.451]，不包含 0，因此 H2b 得到支持。同时，职业

使命感通过人际性孤独感和存在性孤独感影响职场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分别为 0.142、0.274，95%置信区

间分别为[0.024, 0.307]、[0.125, 0.449]，均不包含 0，因此 H3a、H3b 均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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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人际性孤独感和存在性孤独感的 bootstrap 中介检验 
路径 Effect BootSE LLCI ULCI 

直接效应 0.376 0.131 0.118 0.635 

间接效应 
职业使命感—人际性孤独感—职场身体健康 0.075 0.054 -0.015 0.200 
职业使命感—存在性孤独感—职场身体健康 0.291 0.078 0.148 0.451 

总效应 0.742 0.131 0.485 1.000 
直接效应 0.156 0.134 -0.107 0.420 

间接效应 
职业使命感—人际性孤独感—职场心理健康 0.142 0.070 0.024 0.307 
职业使命感—存在性孤独感—职场心理健康 0.274 0.084 0.125 0.449 

总效应 0.572 0.136 0.304 0.841 
 

3. 讨论 

本研究旨在响应学界探索员工职场健康管理的号召，从员工职业导向出发，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探

究了职业使命感对员工职场健康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研究发现：（1）职业使命感对员工职场身体健

康和职场心理健康均具有积极影响；（2）人际性孤独感在职业使命感与员工职场心理健康的关系间发挥

中介作用；（3）存在性孤独感在职业使命感与员工职场身体健康和职场心理健康之间均发挥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大部分假设都得到了验证，但人际性孤独感在职业使命感和职场身体健康的中介作用并未得到

验证，其原因可能是相对于存在性孤独感，人际性孤独感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并不直接，而是需要通过更

长的心理过程影响身体健康。总体而言，本研究结论丰富了职业使命感与职场健康的关系研究，对加强

组织健康管理实践具有一定启示。 
一方面，本研究拓展了职业使命感的影响效果研究。以往关于职业使命感影响效应的文献大多聚焦

于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如工作满意度、职场幸福感、工作投入、组织公民行为等[13][28][35]，但对职

场健康的影响研究较为缺乏。直觉上，使命感导致个体过多投入工作，可能会有损员工身心健康，而本

研究验证了职业使命感对员工职场健康的积极效应，这与使命感能够降低员工焦虑和抑郁的研究结论基

本一致。具体来说，对工作充满使命感的员工认为在工作中投入时间和精力是有意义和价值的，能够从

工作中获得积极情绪；并且使命感高的个体自我效能感高，具有较强的职场环境适应能力，更可能提升

工作绩效从而获得职业成功，这种积极的工作体验有益于员工的职场健康。事实上，以往研究验证了职

业使命感对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而通过这些积极的心理过程则有助于员工职场健康

的长期保持和提升，本研究拓展了职业使命感的结果变量，也从职业导向角度丰富了职场健康的影响因

素研究。 
另一方面，本研究从人际互动视角丰富了职业使命感的作用机制研究。以往有关职业使命感的影响

机制研究大多从个体认知和情感出发，致力于提升员工的积极心理状态，如工作意义感、积极情感等，

而较少基于外部的人际互动视角，关注如何降低因人际关系欠佳所带来的消极情绪体验。职场孤独感是

员工在组织中感受到的与同事和组织互动未能满足其期望的归属感和价值感，从而产生的消极情感体验

[23][36]。本研究结果显示，职业使命感总体上可通过降低存在性孤独感和人际性孤独感对职场健康水平

产生积极作用。这表明，职业使命感不仅是一种内在的职业价值导向，而且也具有较强的行为取向，使

命感所引发的一系列外显工作行为能够促进职场关系质量的提升，从而抑制职场孤独感的产生。Cho 和

Jiang 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使命感高的员工往往在领导心中留有好印象，从而获得较高的绩效考核评价，

这反映了高使命感员工与领导之间具有高质量的人际互动，在组织中也具有较强的存在价值感，从而职

场孤独感程度较低，职场健康水平得以提升。本研究从人际互动视角检验使命导向对职场健康的影响路

径，既丰富了职业使命感的作用机制研究，也进一步拓展了职场孤独感的影响因素范畴。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数据收集方面，本研究无法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也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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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采用纵向研究、实验研究等方法加以改进；二是关于职场身体健康的测量采

用自评方式，由于主观因素影响可能导致测量不够准确，未来对职场身体健康的测量可结合客观的健康

指标进行评价，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三是可从更多视角丰富职业使命感对职场健康的作用机制，

尽管本研究首次从关系视角和消极情绪视角进行了探讨，后续研究还可以从认知-情绪视角进一步深化，

也可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视角，探讨职业使命感对员工职场健康的“双刃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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